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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抗战前浙江省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努力

(1931—1937) 

—以蚕、棉、桐为例 

余涛 

(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,湖北  武汉 430079) 

【摘 要】抗战前浙江农村蚕、棉、桐副业在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处于衰落状态,农民生活恶化。浙江省政府为应

对危机,挽救农村副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主要有: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民收入；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减轻中间商人

剥削；培训农村基层人员传播先进农技知识。在施政过程中既多管齐下又按步就班并取得初步成效:推广区农民收

入提高；产品逐渐恢复市场信誉；局部地区的农民生活得以改善,农村副业危机得以缓解。 

【关键词】浙江；农村副业；成效 

浙江农村蚕、棉、桐是农民增加收入、容纳过剩劳动力的主要副业,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浙江“全省七十五县中,

产蚕丝者达五十八县,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,亦不下三十余县。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,生丝八、九万担,占全国丝茧总数三

分之一”
[1](p 一六四(丁))

。“浙省产桐区计有三十六县,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,每年产量,约十五万担至二十万担之谱,约值四百五十万

元”
[2]
。抗战前几种副业均处于衰落状态,为挽救农村副业,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复兴农村经济,浙江省政府采取一些列措施应对危

机,然而学界较少关注。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,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。 

一、危机:抗战前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 

20世纪 30年代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,浙江农村副业急剧衰落,衰落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: 

市场丧失。日本加紧侵夺我国农产品海外销售市场,以前中国独占海外蚕丝市场,近年来日本丝业发展迅速,我国逐渐受排

挤。“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,不到五万包,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,尚不及十与一之比”
[3](p1)

。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,受其影

响,出口锐减。“本年浙属各地计有春茧,共计五万余包,连夏茧在内,不过六万包,较之往年,减去十分之六”
[4]
。日本发动九一八

事变劫夺东北市场,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市场的正常秩序。湖州在 1931 年前在北方丝绸销路尚好,“不料九一八后,北方及东三

省绸销大减,绸价日落,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”
[5](p2)

。吴兴“湖绉至 1931年九一八之变,北销几绝,1932年一二八之变,

南销又受打击。时至今日,斯业遂一蹶不振矣”
[6](p13)

。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,“丝市几至完全停顿,濮镇绸销益为阻滞,存货囤积,

以致机织停歇,丝行绸庄亏蚀,相继停闭者过半”
[7]
。受此影响,蚕茧价格,“最高时每担可卖八十元,今则仅售二三十元,说到丝价,

现在是一再跌为五百两,前年最低时尚不满四百两,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,再加加工费用,成本已在千两以上,今所值仅及成本

之半”
[8](p160)

。由于日本竞价倾销和武力劫夺,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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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打击。自然灾害加速农村副业的衰败,1934 年全省 75 县中,有 60 余县受旱,“综计今年浙省因旱直接间接之损失,

恐在三万万之数”
[9]
。富阳“去年受灾田地,占全县总额百分之七十”

[10]
。棉花在刚发育期,没有水分,所以产量减少,“大概今年

棉花收成只有十分之四五”
[11]
。虫灾肆虐,为害农产。浙省产桐区共 36县,分布于金衢严温处各属,每年桐油产量,约十五万担至

二十万担,虫害以尺蠖最多。建德牌里牌外等乡各处山地所种桐树,去年(1933年)夏秋二季,因尺蠖专吃桐叶,剩余桐果,均为空壳,

无油可榨。“仅就庙外一乡计算,去年桐产之损失已在二千元以上,约占全收获量三分之二”
[12](p185)

。天灾影响了棉、桐等农副产

品的收成。 

商人剥削。中间商人,利用直接生产者对市场行情的隔膜,或他们急需现金而进行不等价交换,农民对此抵抗力薄弱,如桐油

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削,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,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,由当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,由外埠油行转售洋庄

再运销外洋,在此过程中,又有小贩掮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,运销步骤复杂,“更有预卖制度,即俗所称“桐子批”或“桐油批”,

农民在未收获时,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,所受剥削更甚”
[13](p235)

。此“人祸”无形中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 

副业衰败,导致农民收入锐减,生活急剧恶化。崇德和临近的桐乡、德清、海宁、吴兴诸县都以蚕桑业著称。在五年(1935年)

前,农民都靠蚕桑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；这几年丝绸业急剧衰落,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境地。“从崇德 280 户蚕桑业平均收入

五年中锐减百分之五七这事实上,已可窥见一斑”
[14](p125)

。 

农民收入锐减,只有铲除桑树,茶树,改种他物,使浙江副业规模萎缩。吴兴“农户因感养蚕之损失,有掘去桑树改种绿麻,百

合,生姜等他项植物者”
[6](p10)

。平湖“多数农户将桑树伐去,改成竹园,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”
[15](p84)

。

以往嘉兴的大小农民,多有盈余；今日则全然相反,大多负债累累,茧业失败为主要原因。有少数田地的农家,因为不够一家开支,

纷纷将田地出卖。农家的耕地,因归并或转让而起重大变化,结果是增加地主田产的数量。无路可退的农民只有卖儿鬻女或走向

极端。浙西以蚕桑衰落,“去年也曾设有人市,夫携其妻,夫带其女,辗转呼号,论斤出售,与大旱时之西北,情形固无或异”
[16]

！在

杭县“新桥附近,已有一家五口,因为无法过活,全家服毒自杀”
[17](p90)

。 

二、应对: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措施 

农村副业衰落,农民生活恶化,农村经济陷于危机,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建设,而且危及到农村社会稳定。因此采取有力措施,

化解危机,政府责无旁贷。 

首先是良种推广。蚕业推广,浙江的蚕、棉以土种为主,土种不仅结籽少,且品质不如改良种,市场无销路,比较效益低,因此

改良种取代土种并加以推广是浙江政府的当务之急。统制政策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手段。1933 年秋建设厅为实施蚕业统制政策,

划萧山为第一改良蚕桑模范区,分发同一系统蚕种,绝对禁止饲育土种,并普遍消毒与指导,该区计共发改良种约达十七万张,各

地收成,每张蚕种结茧,约在二十斤左右,而以第一蚕桑改良模范区为优,因此建设厅组织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,负责全省蚕

桑统制。由建设厅向江浙两省择优选购,至秋期产销两方,一律统制,“计养秋种约四十四万五千余张,连同蚕桑场直接配发二万

六千余张,共计四十七万二千余张,全省所产秋茧,概由建厅组织收茧委员会统制收买。查本秋总收鲜茧量计九万三千余担,较诸

七年前蚕业推广,增加几达五十倍,可谓突飞猛进”
[18](p184)

。 

棉花推广,省建设厅以所种土棉,不适合市场需要,为适应时代需要,增加农村生产,并复兴农民经济,推广百万华棉与驯化脱

字美棉,“本年各县推广棉田亩数,计百万华棉:萧山一万六千亩；余姚一万亩；杭县一万二千亩,共三万八千亩。驯化美棉:镇海

三万十三亩；慈溪一万一百二十五亩；定海六千亩；余姚五千亩；海盐三千一百九十八亩；鄞县一千五十亩；上虞一千二百亩；

七县共五万六千五百八十六亩。总计中美棉田面积为九万四千五百八十六亩”
[19](p1230)

。政府通过统制政策发放种籽和收买产品,

先从重点推广区试点后逐步扩展,推广过程有条不紊。 

其次,在推广过程中,对农民施行技术指导。蚕业作为浙江农民主要副业之一,政府着力指导。在平湖将蚕桑改良区改为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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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,以前为普遍指导,现在用养蚕合作社指导及指定蚕户为示范户,示范户为随时指定或蚕户请求,每指导所有五十户到一百户,

每指导所以乡镇为单位。“指导方针以合作社为中心工作,春秋二季指导,指导工作为催青共育消毒,茧行亦在统制之列,指导时

间春四个月,秋三个月”[20](p75594)。在嘉兴改良区为谋蚕农改进养蚕方法及便利指导人员指导,将全县划为若干巡回指导区,

每一巡回指导区设指导员若干人,指导该区内蚕户养蚕事业,如蚕种保护,收蚁,采桑,贮桑,划桑,饲食,眠除,调节温度等,上蔟操

茧等方法,均一一指导,“二十三年春期设巡回指导区六处(计余贤,南门,双桥,澄溪,新胜,新丰)。任用指导员卄二人,蚕户二一

六○户,指导蚕种一○九六二张,每人平均指导蚕种六四四张”
[21](p73929)

。由于农民知识薄弱,对新品种性状不熟悉,若仍使用旧法

来培育不能达到新品种的优质收益,因此,对农户进行指导是必要的。 

再次,组织专业合作社。中国的传统农家经营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,缺少相应组织与市场联系,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,导

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,组织专业合作社,不仅疏畅农村资金,防止高利剥削；而且便利农产运销,免除中间商人榨取,

有益农家经济,因此,政府尽力推进合作事业,组织各专业合作社。蚕丝产额日趋减少,其故一为品质低劣,二为成本太重。“今组

织养蚕合作社,已达一四八所,社员有三五二四人,合作养蚕与烘茧,工作集中,费用减少,成本自低,二十四年度各县市试办者,计

有萧山、诸暨、海宁三县及第一合作实验区”
[22](p190)

。1936年,萧山、海宁、嘉兴三县联合社已在进行机器烘茧,准备大规模烘制,

诸暨、杭县等处增设茧窑,增加收烘数量。棉花运销合作社,在浙江,棉花输入值百万元左右,“今余姚组织运销合作社,有社员八

十七人,股金二百○四元,产棉二千担”
[23](p16)

。由于政府的努力提倡,蚕丝、桐油、棉花等合作社数量增长很快,“截至本年十月

底止,计已核准登记之蚕业生产合作社有二百二十三社,社员五千七百三十四人,股金一万一千九百五十六元,桐油生产合作社有

五十六社,社员一千二百六十五人,股金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元,棉业生产合作社有二十一社,社员一千七百一十五人,股金六千

七百零二元”
[24]
。合作社的正常运转,资金供应是必需的,省建设厅与中国农工银行订约,向该行透支款项,向农民提供低利贷款。

如桐油放款,放款额二十万元,各县农民银行根据商定办法,向中国农工银行直接订约贷款,如二十万元,不够支配,视地方情形,

随时增加,运销贷款,并无限制
[25](p66)

。合作烘茧贷款,由浙江省励志信用合作社,中国农工银行,中国银行暨各县农民银行分别合作

贷款,总额为三十余万元；贷放区域,计萧山五万元,海宁五万元,诸暨五万元,崇德五万元,吴兴四万元,新昌二万元。棉花贷款共

为五十余万,月息八厘半,由上海银行与各县农民银行合作举办,贷款区域,计余姚四十万元,慈溪六万元,海盐三万元
[25](p66)

。合作

组织+资金提供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组织分散、生产资金缺乏的缺点。 

最后关于产品品种,及各种专业人才的培训,政府也不遗余力。省棉场为了得到适合浙江自然环境的改良棉品种,年来进行各

种育种比较试验。如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试验。民国二十三年起,开始中美棉标准品种比较试验,一方以比较任何中美棉品种间

差异,一方采知中美棉何者适宜,长丰棉纯系育种长丰棉自 1933年加入品种比较试验以来,历年产量均超过对照(百万棉),故省棉

场自 1936年开始长丰棉纯系育种工作,期望得到优良品系,以资推广。 

专业人才的培训,有利于农业技术的传播。如培养养蚕合作人员,第一改良蚕桑模范区为推进养蚕合作事业,增加蚕业生产合

作社效能,举办合作社职员训练班,以训练养蚕技术及合作社实际主持人才；培训治虫人才,省昆虫局因感各县治虫专门人才缺乏,

曾开办治虫讲习会,“于二十一年一月开办植物病虫害防治讲习会,到会者六十县,计七十四人,训练三周,讲授植物病虫害之防

治知识。又于各县酌设特约治虫合作小学,至卄五年共达一百八十九所,规定课程由县政府供给教材及用品,并由县治虫人员巡回

讲演及领导实习,以根本变更农民对于治虫之错误心理,从事实施工作之准备,先后设置者凡三十九县一百八十九所”
[26](p136)

。政

府直接灭虫措施,减少农产物的损失,属治标；培养治虫人才,着眼长远,属治本,标本兼施以图救治。 

三、成效:政府施政的回报 

首先由于改良种优于土种,得到农民信赖,不仅推广迅速,而且市场售价高,农民收入增加,颇得实惠。就蚕种品质论,“近来

改良种较土种缫折减少二三百斤,丝质统一,匀度增进,糙头减少,鲜舒优良,缫工费用较前减少四分之三以上”
[27](p16)

。改良种替代

土种迅速。“本省原为土种区域,每年蚕汛收入仅百万元,自设会统制推广改良种后,已逐年增加,现将每年改良种收入如下:二十

二年一百九十万元,二十三年三百三十八万元,二十四年六百五十万元”
[28]
。改良棉品质优良,市场反应良好。花商纷纷竟购,建

设厅为救济农民经济,准花商自由购买,花价因竞购关系,得以提高,农民多得实惠,以本年(1935 年)浙江美棉已无余存。“棉农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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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甚高”
[29](p1139)

。以 1936年各县推广实施区棉产情形为例,列表如下,以窥各区增收产量: 

 

各县改种改良棉后,产量增加,总计“本年各区可增收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八担,约合皮棉七千九百五十担,以每担价格五十七

元计,则本年各区棉农收入,总计可增加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元”
[30](986)

。棉农由土种更换改良种并在政府技术指导下,收入显著

增加。 

其次由于设立产品检验机构,进入市场的产品达到了标准,重塑市场信誉,恢复并扩大产品销售市场。如棉花验水所,浙棉在

昔搀水极盛,浙省成立余姚与慈溪两棉花验水所,今改为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宁波分处,宁波棉花检验事宜,由上海商品检验局

宁波分处接办以来,检验棉花水分标准,今已遽减至百分之十二,(即棉花百斤中,含水不过十二斤,)其他如搀石粉搀棉籽及浆包

等恶习,经严厉取缔而大为收敛,故近年来由宁波出口棉花,“较前实有改进。”浙棉近年在市场上也逐渐恢复信誉,再次赢得市

场。表现如下:“(a)浙棉(姚花)以前本为上海纱布交易所所摒弃,今则已准予在所交易,(b)以前浙棉在市场价格最低,今则已在

汉口、天津、山东粗绒之上,据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年二月一日所定棉衣等级表,天津粗绒定价,较标准价减四两七钱五分,汉

口与山东粗绒均减四两五钱,而浙江余姚粗绒,则只减三两二钱五分,相差一两有余,(c)以前日本横滨长崎棉商,颇有向上海采购

姚花者,因姚花花身日趋恶劣,该地销路亦渐断绝,今则以花身之改良,日渐恢复该地销路”
[31](p85)

。 

最后,组织专业合作社,使农民由分散到联合,不仅减少了各种生产运销成本,而且免于中间商的剥削,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,

还活跃了农村经济。在桐油合作区,据调查浙江兰溪“组织桐油生产合作社,社员二十一人,社股计二百一十元,产桐油三千余筩,

每筩二十二斤,共约七万余斤。以直接运销之故,每筩增加三元,共计增加一万元,是则每人每年增加五百元收入”
[23](p16)

。兰溪近

因桐油价高,并有合作组织指导其经营,农行金融流通。金融宽裕,人民生计逐渐活跃,如“马涧及柏树社两镇商业情况,日趋繁荣,

普通山农以玉蜀黍等充饥者,今都改用粮食矣,过去每逢时节,提灯演戏陋俗,已在经济困难中,无形停止,今又重演故态,农民经

济的改善,于此可见一斑”
[32](p28)

。组织合作加资金供给,使局部地区副业生产活跃,农民生活好转。 

四、结语 

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凋敝,浙江农村同样如此。社会各界不少人士提出各种挽救农村经济的主张。但农村建设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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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万绪,从何开始一直是一个难题。且浙江地狭人稠,据刘大钧统计浙江每人平均得田 2.1亩。人均耕地面积与全国其他省比较,

见下表: 

 

由上表可知,除贵州外,浙江省的人均耕地面积最少。发展粮食生产先天不足,且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低,蚕、棉、桐等业是浙

江农村的主要“富源”。浙江政府挽救蚕、棉、桐主要农村副业,就是在寻找一把如何开启复兴农村经济这扇门的“钥匙”。政

府在施政过程中,既按步就班又机动灵活。如对开发桐油生产,因政府财力有限,就借助商人资本。对汉口桐油商人投资浙江桐油

事业,省府已指定兰溪,金华两县桐油生产合作社为接洽商资处所,并命该县政府给予协助,并负责保证投资安全,若调查有适当

公有荒地时,由该商依照承办法规申请承垦,或与该县当局订约共同经营
[2](p11)

。这些举措使抗战前浙江农村副业危机得以缓解,局

部地区农民生活得以改善,浙江省政府挽救农村副业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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